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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研究
——以上海市 G 社区为例

岳鑫彤 1，刘淑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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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心理学“认知-情绪-行为”的个人行为意愿为研究框架，研究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

绪及行为，深入探索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参影响因素。2022 年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G 社区因抗

疫管理不善、发布不合理隔离解除公告、毗邻小学强行征收为方舱医院等因素使居民不满情绪裂变，并引

发群体性事件。本文对上海市 G社区居民群体进行实证分析，力求“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示社会公平感和

主观满意度负向显著影响公众个体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集体效能感和愤怒情绪正向显著影响公众个体

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基于此，协助当地政府部门与工作人员厘清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因素，降低群

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从政府、公民维度提出预防与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对策建议，从而化解社

会稳定风险，确保社会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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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社会快速转型，调整着现

有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城镇化使得人们的就业结构、分配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变化，加

剧了利益协调的难度，特别是因分配体制导致的贫富差距程度加深，普通民众“主观幸福感”

下降，“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随之上升
[1]
，各利益群体之间矛盾升级、分歧加剧，

加之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特别是在网络传播舆论盛行的环境下，大量涉建设、涉土地、

涉劳资、涉医患、涉教育、涉环保、涉军人退役权益保障等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逐年递增。

据《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统计与梳理，2000 年到 2013 年间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足足 871 起，其中 2010 年和 2011 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为 170 件，2012 年则高升至 200

件，影响较大的囊括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安徽马

鞍山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2]，2015 年至 2019 年，以暴力冲突、黑恶势力参与的群体性事

件数量日趋下降，但出租车抵制网约车、非法集资、食品药品安全、政策改革等类型的群体

性事件频次增多
[3]
。同时群体性事件又呈现一定地域性，据研究表明，其中华南地区是高发

区，其次是华东地区与西南地区
[3]
，然而在间断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市 G 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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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工作满意度降低，社会不公感等不满情绪激增，就此引

发危及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群体性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突显现象，其涉及的行业范围愈来愈广阔，

参与的阶层群体也愈来愈广泛，且不时发生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

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已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维护社会稳定一直以来都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但仍挡不住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因而需科学、客观认识与疏导现阶段所存在的社会矛盾，

深入探究此类事件发生的基本规律与发生机制，以达到提高治理水平治理能力、构建和谐社

会的目的。因此本文以现实背景出发，区别于以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通过实证方法

以公众个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影响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的因素，了解此类

事件深层次的形成机理、参与者动机与心理机制，即哪些因素使得公众倾向于参与群体性事

件表达自身诉求，基于此提出相应建议与应对策略。

二、研究进展

（一）群体性事件概念及表征

西方学者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集群行为（collection action）”,

只是将其归因于一种危机或是一种社会冲突，但未下明确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帕克

（Park,1921）在其专著《社会学导论》中将“集群行动”定义为一种“情绪冲动”，即在集

体共同推动与影响下所发生的个人行为
[4]
，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47）则从公众心

理与行为间关系出发提出“经过接触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on excitement）

及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等多阶段非理性活动所形成的谣言，催生集体行动的产生

[5]
”。

而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则要追溯至 1989 年张子路出版的《治安紧急处置方略》
[6]
，

即开启国内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研究之路，各学者通过归纳总结、案例分析等方法厘清其内

涵，大多数学者指出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公众追求社会公平、

主观满意，加之群体心理迫使彼此间相互模仿、感染，至此引发群体性事件，一味追求问题

的解决而不顾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7]
。其中韩金贵（1998）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具有相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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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或个体通过集会、游行等一系列极端方式表达诉求，对社会治安造成一定危害的非法

集体活动
[8]
，李萍（2010）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需要具有一定规模，凸显爆发的集中性、起因

的合理性、发生的位移性、发展的组织性与解决的双赢性
[9]
。

基于此，学者对于群体性事件内涵的研究已达成共识，即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理解是伴

随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事件演化进程与认知逐步深入而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本文在此

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也将借鉴这一概念。

（二）研究进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文本来源，输入关键词为“群体性事件”并进行精确

检索，并将检索年份设置为 2010-2022 年，剔除掉与主题词无关的文献、报纸与会议等，由

此检索出 10653 篇符合综述要求的文献。通过设置 CiteSpace 的时间切片设定为 1，网络节

点关联强度设定为“cosine”，生成如图 1 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连线密集程度表

示该研究主题间的紧密程度，可发现该领域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网络群体性

事件；二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三是群体性事件群体。

网络群体性事件领域。现处于大数据信息时代，标志人类社会逐步迈入高速信息获取阶

段，同时也成为日常沟通交流与传播信息至关重要的媒介。据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

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 28.5 个小时。社交网络环境虚拟、影响范围广、信息传播

速度迅速，一旦虚假信息以及危险言论扩散即刻引发群体性事件。此研究领域细分为对网络

群体性事件概念、影响研究、演化机理及引导治理研究：其中杜骏飞（2009）指出网络群体

性事件是网民群体围绕同一主题、基于各种目的，在虚拟互联网平台生产社会舆论、完成社

会行动的过程[10]，从中指出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评价偏消极，至此众学者就正负面影响展开激

烈讨论。揭萍（2007）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民的不正当联合，这种行为不仅为社会带来

恶劣影响，且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11]
；而此时毛启蒙（2010）则强调在贫富差距、权利腐朽、

行业垄断、社会民生与城乡二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从民主参与的角度出发，公众迫切需要参

与、监督与表达意见的通道[12]。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及引导治理策略，其中苏黎兰

（2020）基于社会燃烧理论探索出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治理受诱发因素与当地政府预控能力

两个维度影响
[13]
，李志刚（2021）发现群体性事件演化引导包含多元引导主体、联动网上网

下行动等要素,治理结果和引导要素间有相互关系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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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以公共管理视角审视现如今各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事前、

事中、事后连续统一体的研究成果，接近 70%的文献均聚焦于群体性事件全流程，其中李岗

（2012）
[15]

、张怡平、张永领（2020）
[16]
以基层政府视角研究提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指出

加强事前警报、提前做好物资准备、组成统一指挥机构、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等具体措施以确

保全流程紧密衔接；魏明明,李伯阳,唐硕（2013）[17]、杨强（2015）[18]、洪书源、穆亮红（2015）

[19]
围绕高校群体性事件设计基于过程管理的应急管理机制；同时大部分学者，如刘国乾（2015）

[20]
、刘玉雁、刘冲（2016）

[21]
主要关注社会安全事件方面，如民族宗教突发事件、校园踩踏

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等带来的群体性利益诉求事件等。

群体性事件群体领域。查阅所选取文献不难发现，学者将群体性事件涉及群体分为利益

主导型与价值主导型，指出政府针对不同群体各特性，有的放矢采取适宜措施将达到明显效

果，其中张荆红（2011）强调现阶段我国价值主导型群事件的社会影响极为广泛，鉴于相关

实证研究较少，因此从微观层面考察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

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22]。

图 1 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综上所述，现有“群体性事件”相关文献已得出众多理论成果，然而仍存在些许不足：

一是现有研究仍停留在宏观层面，忽略作为个体而言对群体性事件参与其中的内在机理。

本文则从参与者个体出发，借助心理学“认知—情绪—行为”的个人行为意愿研究模型探讨

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分析群体性事件主观参与意愿以及影响参与意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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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间的关系。

二是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集中于定性研究或案例研究，实证定量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

文将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求证研究假设，使得研究结论更为客观，也更具

研究价值。

三、模型建构与提出假设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总结，本研究提炼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集体效能感、愤

怒情绪变量构建研究模型，分析公众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即公

众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愿研究，如下图 2所示。

图 2 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愿

1.社会公平感与个体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

社会公平感不足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常见于经济纠纷之中，个体自身将置身于群体之中进

行社会性比较，发现其他个体存在条件、处境、待遇、报酬更为优越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个体的利益没有实际层面的受损，此时相较于其他人利益的增加，个体会产生不公平情

绪，以此驱动个体寻找相同处境的他人组成群体，进行诸如维权、上访、抗议等群体性活动，

最大努力的改变不公平的状态，削减社会不公平感。因此，社会公平感越不足，群体性事件

的参与意愿也越强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社会公平感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呈负相关。

2.主观满意度与个体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

主观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生活满意度越低，通常反应个体对自身的生

活感到不如意或者不顺心。这样的负面情绪导致其总是受到消极情绪的裹挟，容易滋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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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冲动的情绪因子，丧失理性，自控能力下降，极易受到舆论左右，从而参与一些暴力

性的群体冲突事件。对生活的感到不满进行聚众闹事、寻衅滋事行为常常有“报复性”、“发

泄性”的特点。因此，主观满意度越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H2：主观满意度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呈负相关

3.集体效能感与个体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

群体性事件的针对对象往往是公安、城管等公权力或者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物业公司、房

地产开发商。与后两者相比，单个个体的知识、经济、人机关系等资源有限，不会优先选择

“单打独斗”的维权行为。在集体语境下，个体容易极端地自我卷入，自我意识不断削弱，

即所谓“去个体化”。集体通常具有共同的目标、组织结构与规范，集体成员的心理相容程

度也比较高，使得群体成员产生归属感、凝聚力，进而促进集体效能感。“人多力量大”就

是集体效能感的生动阐释，若集体努力方向错误则将有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集体效能感愈

强，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也就愈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集体效能感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呈正相关

4.愤怒情绪与个体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

愤怒情绪是个体一种情绪表征，是一种显著的生理反应。研究表明，愤怒使人的自制力

和自控力下降，容易收到他人的教唆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个体越愤怒，就越难以冷静下来进

行客观有效的分析，愤怒情绪逼迫个体采取过激行为实现情绪宣泄。因此个体愈愤怒，愈容

易参与群体性事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愤怒情绪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呈正相关

四、案例分析——以上海市 G 社区为例

（一）事件回顾

2022 年 2 月，上海市爆发疫情，阳性病例增加，致使全市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其中 G

社区位于上海市 P 区，居民配合社区日常防疫工作，然而两个月过后，公众所期待的拐点并

未出现，且 G社区居民接受并依赖政府的物资分配，然而却出现“大白菜卖到 70 元”、“土

豆一公斤甚至上百”的夸张景象。出门看病也极为困难，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一刀切”的做

法加深居民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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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 G社区发布公告中提及“确诊病例若即后来抗原自测为阴性，需方舱医院开隔

离解除的证明”、“不按规定转运至方舱医院的居民永远红码、永不摘帽，且整栋楼全面持续

封控”，再加之全市方舱医院的条件令人堪忧，每逢暴雨天方舱医院屋顶漏水，阳性病人床

铺湿透、患者和工作人员淋雨受冻，厕所紧张，屎尿横流。面对社区如此处置措施，阳性患

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若去方舱医院，生存环境可谓是恶劣；若不去方舱，不仅无法

获得合法的自由，还会牵连家人、邻居。业主们纷纷在朋友圈、微博等网络平台控诉，力图

改变社区管控措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和 G 社区一马路之隔的 T 小学临时被征用为方舱医院，学校内

部加建病床、安乐椅、呼吸机等设备，在未公示、经居民的同意下，强行把一路之隔的小学

征用为方舱医院的做法足以引起 G社区全体居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小区居民因抗疫所承受的

压力、积聚的不满一触即发，居民业主们自发组建维权群，选派代表、分工部署，部分居民

联系澎湃新闻、上海日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曝光 G 社区的封控困境，向政府施压；部分居民

直接对线基层一线人员、区政府，表达居民的不满，甚至有些居民质询、排斥核酸检测，将

路障扔到检测区域，怒砸核酸检测点，掀翻监测点的桌子，使得采样样本散落在地上……，

G社区怨声载道，溃不成军，防疫工作全线崩盘。

（二）事件分析

1.主观满意度

抗疫之初，上海居民信任政府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蔓延，G 社区居民接受并依赖政府

的物资分配，然而却出现“大白菜卖到 70 元”、“土豆一公斤甚至上百”的夸张景象；G

社区一位居民生病向基层政府申请去医院检查身体，G 社区的一线人员却模糊表达“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由于时间紧迫，政府强行将 T 小学征收为方舱医院，这使居民的心理受到严

重压迫感。由此，G社区居民疫情期间的主观满意度显著下降。

2.社会公平感层面

感到不公平是上海居民产生抗议情绪的缘由。上海各社区在疫情期间物资调度力度、资

源分配相差悬殊，有些小区所属居民轻松获得政府充足的物资，疫情对其正常生活影响较小。

当今数字媒体背景下，悬殊的抗疫条件被争相报道，在舆论风波渲染下 G 社区居民心理倾向

严重不平衡。

同时，社区要求阳性病例必须前往方舱医院收治治疗，否则家人、邻居甚至整栋楼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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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封控”，如此做法的初衷旨在及时有效控制危险源，但却忽略阳性患者内心会为自己

感染病毒、为小区抗疫增加负担、为其他居民带来心理恐慌而感到惭愧的心理现象，而其他

居民会存在如“阳性有罪”、“责怪阳性”的歧视想法。

3.愤怒情绪层面

在全面封控阶段，G 社区居民温饱问题面临挑战、个人健康状况得不到及时医治、经济

来源暂时停滞……，无奈、不满与无以排解的压力在居民的内心深处日益积压，逐渐演变为

排斥和愤怒。

当社区发现阳性病例并发布隔离公告、强行实施相关防疫政策引发少数人的不满，当 T

小学被用作方舱医院则使得居民的愤怒情绪上升到了极点，是引发此次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部分居民选择不合法的渠道反应自身的诉求：质询、排斥核酸检测，将路障扔到检测区域，

怒砸核酸检测点，掀翻监测点的桌子，使得检测工作人员受到轻伤，采样样本散落在地上，

这样的行为是受愤怒情绪高度驱动导致的。

4.集体效能层面

G社区群体性事件的集体效能爆发在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点是 G 社区居民

不满于发布的阳性患者处置公告，以所在楼栋为组织单位，借助网络媒体等手段，在朋友圈

转发社区的防疫公告并曝光居民与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对话内容，强烈谴责工作人员对阳性

患者实施“一刀切”，即采取“是阳性、需转运、进方舱、解隔离、要证明”等粗糙式管理

方法；第二个时间节点在 T小学被强行征收为方舱医院，此时这种行为引发了 G 社区所有居

民的恐慌。在社区中集体效能感较强的“领袖代表”率先组建社群，通过滚雪球式召集社区

年轻群体，

他们发挥各自所长进行分工，其中在报社、广告传媒公司工作的居民负责编辑文案、制

作视频、联系有影响力的媒体，以此揭露 T 小学未经居民同意，强行转为方舱医院等引起大

家不适的事实；沟通能力强、善于与人交往的居民（大多是年纪偏大的家庭妇女、专业的法

律工作者、教师等）则拨打政府热线电话寻求正式渠道帮助并与地方政府沟通协商。

然而社区居民中部分认知、情绪、行为极端的群体淹没自我界限，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

未践行居家隔离政策、在楼道内外拉横幅、使用喇叭广播表示不满；在核酸检测过程中辱骂

工作人员，甚至采取扔路障、破坏检测点公共设施，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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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本次针对疫情期间上海市 G 社区居民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其中的各个概念测量采取专业

的问卷量表，根据疫情的具体情况适当删改题目，同时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通过预调研的

反馈结果制作最终问卷。共发放问卷 120 份，收回有效 120 份，有效收回率为 100%，利用

SPSS 软件 20 进行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 样本结构

表 1 上海 G社区样本结构

性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男 53.00 44.17 44.17 44.17

女 67.00 55.83 55.83 100.00

合计 120.00 100.00 100.00

年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0 岁以下 9 7.5 7.5 7.5

20-30 岁 52 43.3 43.3 50.8

31-40 岁 39 32.5 32.5 83.3

40 岁以上 20 16.7 16.7 100.0

合计 120 100.0 100.0

受教育程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小学 1 0.8 0.8 0.8

初中 24 20.0 20.0 20.8

高中（含中专） 22 18.3 18.3 39.2

大学（含大专） 62 51.7 51.7 90.8

研究生及以上 11 9.2 9.2 100.0

合计 120 100.0 100.0

月收入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000 元以下 9 7.5 7.5 7.5

2000-5999 元 42 35.0 35.0 42.5

6000-9999 元 49 40.8 40.8 83.3

10000 元及以上 20 16.7 16.7 100.0

合计 12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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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本次统计分析样本数据中性别比例大致相当，其中男性样本数 53 人（占

比 44.17%）略低于男性样本数 67 人（占比 55.83%）；样本年龄中 20 岁以下与 40 岁以上两

阶段受访者占比略低，除此之外 20-30 岁、31-40 岁各年龄段受访者人数相当，分别占比为

43.3%与 32.5%；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含大专）的受访者超过半数；月收入为 2000-5999

元与 6000-9999 元所占比例较多。

2. 各变量间描述性分析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社会公平感 120 1.00 3.00 2.5944 .53309 0.337 1.130

主观满意度 120 1.00 3.00 2.5944 0.53309 0.337 1.130

集体效能感 120 1.00 4.00 2.8625 0.75860 -.045 -.579

愤怒情绪 120 1.33 4.00 2.5889 0.59367 -0.762 -0.176

参与意愿 120 1.00 4.00 2.8625 .75860 -0.045 -0.579

由上表可知，受访者对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集体效能感、愤怒情绪及参与意愿的

均值处于中等水平，对问卷中提及的社会公平与主观满意维度问题直接表达出“不满意”，

意在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疫情期间基层政府疫情防控治理方式存在主观性看法，希望基层政

府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确保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并抚慰其脆弱心灵；受访者的集体

效能感、愤怒情绪与参与意愿均值则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部分受访者在疫情期间对管控

现状不满意，认为常规方式不足以改变自身的生活满意度，此时一些民众聚集而成的泄愤行

为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3. 相关性分析

社会公平感是推动公众个体参与到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所在，不仅是做出群体性事件行为

的直接因素，而且始终贯穿于公众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影响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

集体效能感、愤怒情绪以及参与意愿。下表表 3是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

社会公平感 主观满意度 参与意愿 集体效能感 愤怒情绪

社会公平感 1

主观满意度 0.840
**

1

参与意愿 -0.496** -0.586** 1

集体效能感 -.309** -0.393** 0.785** 1

愤怒情绪 -.291
**

-.322
**

0.490
**

0.639
**

1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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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表 3所示，受访者个体社会公平感与主观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与集体效能感呈

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社会公平感和主观满意度负向显著影响公众的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愿。

当公众个体认为社会及自身现状比较公平公正，对社会和政府感到满意，则对未来更为看好，

认为未来社会和自己都会越来越好；而当个体对现状以及未来预测结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个体的主观满意度越低，对社会、政府的满意度就越低，他们就会参与群体性事件以改善他

们的生活现状，此次发生在上海市 G 社区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居民对政府的防疫政策感到不满

意、不公平，追求着自己认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其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愿就愈加强烈。

集体效能感与参与意愿也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公众在平时的生活中体会到法律、社

会和政府的不公平对待，按照现行体制，民众只能通过行政诉讼和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可

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此途径成本较高且未必见成效，所以他们转向发起、参与群体性事件等

非常规的解决办法，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通过群体性事件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将自己所能发

挥的作用放大，同时也对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效果充满信心，会更愿意参与其中。同时愤怒

情绪来源于个体对社会心理的感知，会受到包括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等的影响，让个体

产生参与群体性事件以宣泄情绪的意愿和行动倾向，集体效能感、愤怒情绪与参与意愿呈现

正相关关系。此次 G 社区疫情期间的群体性事件即使如此，基层政府在疫情防控中采取不理

性的“一刀切”粗糙式管理方法以及强行占用 T 小学为居民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引起大家的不

满情绪，至此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而扰乱社会秩序。

4. 群体间差异比较

(1)不同性别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比较

如表所示，或许是由于生活压力的不同，相比较男性而言，女性对现状以及未来的情况

比较乐观，认为自己在未来的满意度有更大可能的改善，对未来政府及其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也有较高的满意度，而男性则认为现状和对未来的满意度则略低于女性，与此相对应，男性

有更大的意愿参与到群体性事件当中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改善当前处于较劣势的现状。

表 4 G 社区不同性别群体间差异

男 女 t f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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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主观满意度 3.0094 .59031 2.7463 0.68048 2.229 1.816 0.180

参与意愿 2.8113 0.54502 2.4129 0.57469 3.857 3.701 0.057

(2)不同年龄段与群体性事件集体效能感、参与意愿比较

表 5 不同年龄段群体间差异

变量

20 岁以下 20-30 岁 31-40 岁 40 岁以上

t f sig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均值

标准

差

集 体

效 能

感

3.27

78

0.56

519

2.87

50

0.75

326

2.85

90

0.72

501

2.65

00

0.87

509

0.

97

6

1.8

64

0.1

77

参 与

意愿

3.03

70

0.63

343

2.59

62

0.59

897

2.54

70

0.56

964

2.45

00

0.55

436

0.62

5

0.0

21

0.8

85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由于对社会、政府的态度不同以及社会心理之间的差异，对群体性

事件的认知也不同。如上表所示，年龄处于 30 岁以下的受访者参与意愿要强于 30 岁以上的

受访者，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纪较大的群体在参与意愿上的确存在显著性差异，他们认

为年轻人热血沸腾，是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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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教育程度与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集体效能感、参与意愿的比较

(因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受访者数量较少，SPSS20 软件计算不出标准差的值)

表 6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差异

由上表 6 可以看出，除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群体之外，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主观满

意度参与意愿均值都处于中等偏上，且数值之间差异不大，通过显著性分析可以得出：教育

程度不同和主观满意度、参与意愿差异不显著，即教育程度不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对群体性

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

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访者对于社会公平感认知的均值相差不大，显著性不强。对于集体效

能感而言，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均值较高，而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均值较低，二者之间的差

异显著性很强，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更认可自己在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作用以及

群体性事件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不同教育程度的集体效能感均值差异并不是很大，可以说也

不是很显著。

综上所述，受教育不同的群体虽然对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集体效能感及参与意愿

认知不同，但是这种差异不明显，即受教育程度不同并不显著影响着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

变量
2000 元以下 2000-5999 元 6000-9999 元 10000 元及以上

F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公平感 1.778 0.527 2.262 0.523 2.911 0.190 2.883 0.271 40.228 0.00

主观满意度 2.222 0.441 2.506 0.715 3.174 0.412 3.138 0.503 16.666 0.00

参与意愿 3.111 0.624 2.730 0.495 2.435 0.613 2.433 0.553 5.152 0.00

集体效能感 3.167 0.559 3.012 0.53552 2.755 0.890 2.675 0.832 1.79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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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收入与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参与意愿、集体效能感的比较

表 7 不同收入群体间差异

变量
2000 元以下 2000-5999 元 6000-9999 元 10000 元及以上 F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公平感 1.778 0.527 2.262 0.523 2.911 0.190 2.883 0.271 40.2280.00

主观满意度 2.222 0.441 2.506 0.715 3.174 0.412 3.138 0.503
16.66

6
0.00

参与意愿 3.111 0.624 2.730 0.495 2.435 0.613 2.433 0.553 5.152 0.00

集体效能感 3.167 0.559 3.012 0.535 2.755 0.890 2.675 0.832 1.795 0.15

如上表所示，不同收入群体间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情绪及行为有所差异，同样通过单

因素方差分析来整理受访者在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参与意愿及集体效能感要素的差异。

收入较低与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社会公平感的认知差异不是很大，且都认为社会不太公平，

这可能是因为：低收入者对自身收入不满意，认为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法律面前不能真正实

现人人平等、与其他群体相比较而言，自己的收入使自己心理不平衡；而收入较高个体眼界

略高，对自身要求也随即提高，对社会公平感的认知也是高标准，所以还会觉得社会还是不

公平。

对于主观满意度这一要素，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均值都处于中等水

平。这可能是因为：较低收入者对于自己的薪资不满意，可以引申出对自己生活和政府及其

人员工作现状不满意、对自身以及政府的未来期待失去信心；而较高收入者对主观满意度的

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总体来说对自身现状和政府工作不是很满意，原因可能是认为自

己的能力与收入不符，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

与社会公平感、主观满意度呈负相关的参与意愿要素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异表现的也

不是很明显。收入较低群体的参与意愿要高于较高群体，且均值较大，说明对于劣势的低收

入者来说，他们主观能动性较强，要努力改变不公平的现状，所以参与意愿要强烈一些；而

收入较高群体的参与意愿均值处于中等偏下状态，说明大部分的受访者不是很愿意参与到群

体性事件当中，他们或许认为这种事件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认为群体性事件

并非真正能解决实质问题、捍卫权益，所以他们会选择不参与到群体性事件当中。

收入不同群体间的集体效能感差异有明显差异，收入较低者的集体效能感均值较高，收

入较高者的均值较低，这说明：收入较低群体想通过参与群体性事件来改变现状，维权意识



http://www.sinoss.net

- 15 -

和行动力较强，会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放大，也想让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作用最大化；而收入

较高群体的参与意愿不是很强烈，相对应的集体效能感也不是很强。

（二）假设检验

1.假设 H1 通过检验，即社会公平感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呈负相关。正如“大凡

物不得其平则鸣”所言，一旦遇到不公平待遇，利益型群体就会发出不满呼声并引发集体行

动
[23]

，这种不公平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会对个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攻击性行为、暴力行为

等
[24]

，本文所提及的 G 社区疫情防控案例即使如此，疫情期间 G 社区物资调度力度、资源分

配与上海其他社区相差悬殊，再加之遭到地方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至此催生

一系列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出现。

2.假设 H2 通过检验，即主观满意度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呈负相关。本文提及 G

社区居民经历市场借机哄抬物价、地方政府及工作人员未满足居民的合理需求及未及时平稳

居民恐慌心理等，其主观满意度直线下降，才会选择非常规方式改变现状，至此催生群体性

事件的出现。

3.假设 H3 通过检验，即愤怒情绪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呈正相关。本文以上海市

G社区为实证研究，居民温饱问题面临挑战、个人健康状况得不到及时医治、经济来源暂时

停滞等问题突出，无奈、不满日益积聚，逐渐演变为排斥和愤怒，并将情绪附加至群体性事

件，借此希望政府能满足居民合理诉求。

4.假设 H4 通过检验，即集体效能感与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呈正相关。G社区在“领

袖代表”组织领导下集体效能表现力极强，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并驾齐驱，借此可以向当地政

府传达合理诉求并希望及时得到解决。

综上，形成如图 3 所示的模型路径关系图。

图 3 社会认知、情绪及行为关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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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策建议

（一）政府维度

1.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公平感

要从根本上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则需公众从源头上把握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

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益博弈与关系协调，民众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公平公

正，而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公正感。为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相对公平感，本文从政府维度提出

具有主观性的对策建议：

(1)制定灵活法律制度，确保公平公正

政治决策、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准绳，是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在后疫情时代，

防疫环境瞬息万变，意在提醒政府部门决策与管理不能“一刀切”，对所处环境实施有效监

管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性质群体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25]

，同时畅通反馈渠道，创新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机制，整合矛盾调节资源，确保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

(2)畅通信息公开机制，把握舆论导向

目前所发生的人群规模大、组织程度高的群体性事件大多由微信、贴吧等网络媒体发起

[3]
然而网络舆论环境真假信息难辨，容易扭曲事实、煽动不良氛围，使得政府处于非常被动

的局面，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决策时需明确“程序正义”，通过平台公开相关信息，为居

民提供监测渠道，加大宣传，争取居民对决策的理解。

(3)维护边缘群体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

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需加强对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责任感，即顾及收入水平

低、老人、妇女、儿童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纵观社会态势，疫情将与社会经济“长期共存”，

政府必须确保弱势群体正常生活，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贯彻依法行政，坚持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构服务型政府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由长期社会问题与政府角色定位矛盾碰撞而成，自党的十

九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建构服务型政府以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因此政府积极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建立服务型政府并提高公众对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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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宽经济发展渠道，落实社会保障工作

政府要切实承担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加强社会保障，在疫情期间更应加强政府的兜

底保障工作。其中经济平稳、收入稳定是最重要的维稳工具，政府可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减

免税收、防疫房租降价，为居民和企业适度解压，避免公众极端行为出现。

（2）加强专业人才培育，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政府需从医疗、交通、舆情、治安等方面全方位、宽领域加强专业人才培育
[26]
，加强政

府部门专业人才队伍风险研判、沟通协调、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确保公众对公平公正风险

保持清晰的认知，政府与其形成双向风险沟通，逐渐消除彼此间风险感知差异，通过保障合

法利益建立民众的维权渠道，不断提升政府危机应对能力。

（3）善于借助网络媒介，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政府应善于借助网络媒介，确保政务信息真实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与参与权，

不留下任何社会舆论滋生空隙，确保网络舆论环境和谐运行，并健全网络问政机制拓宽公众

的参政议政渠道，真正反映社情民意[27]。

（二）公众维度

1.给予政府足够信任，构建良好干群关系

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相辅相成，贵州瓮安事件是社会矛盾累计、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典

型事例：经县公安局法医对一名初中女学生的溺水尸体进行鉴定，经县公安局对其进行初步

调查后排除了溺亡事故有他人作案的嫌疑，即认定女学生是自杀，相关单位随即按照规定向

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但家属对该结果不认可，要求再次

调查，随即展开又一轮调查，结果仍然显示该事件是一次纯粹的意外事故。

然而整个事件处理过程被某群体添油加醋加以利用，一些“小道消息”在小县城内快速

传播，加之民众对当地政府部门平日作为形成怀疑态度，事态严重程度迅速蔓延，最终导致

一场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打砸抢烧事件。

诚然，我国地方政府正处于转型阶段，有较大的能力提升与完善的空间，政府执政能力

亟需获取人民的公信力，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对象，对政府能力的认可与满意度直接

决定了公信力的强弱程度，大众要行使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给予政府反馈信号，

从而形成政府与公众间良性互动，以更好地保障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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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自身法治意识，正确对待愤怒情绪

群体性事件离不开愤怒情绪的催化，当公民以一个个携带情绪的社会原子和政府互动时

也意味着陷于混乱而无序的状态
[28]
。研究表明群体心理还会出现群体决策极化现象，在群体

事件中突出表现在“冒险性转移”，即一些利益诉求的行为走向暴力化、偏激化。因此民众

避免受愤怒情绪裹挟的基本条件是提升自身法治意识，做到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积极参

与社区内部的治理事务，不当“高高挂起的甩手掌柜”；做到政治参与积极有序，为社区发

展、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出谋划策、建言献智，合力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形成共商共建共享

治理格局。

3．大力培育批判思维，加强信息甄别能力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场域，缺少相应的审查机制使得网络叙变成了消费的过程，叙事主体

在发泄非理性的情感中获得了娱乐，网络环境是一种缺乏责任精神的讨论语境，因此非理性

因素、消极情绪极易膨胀
[29]

。因此公众亟需大力培育批判性思维，核查信息的来源渠道，认

准官方媒体的消息，必要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向有关部门咨询。虚假消息往往报道渠道单一、

冷门、报道内容有失偏颇不够客观，不同于官方媒体、政府部门的叙事风格。公众作为数字

时代的公民，必须要熟悉相关政府的宣传渠道和宣传方式，全面客观地处理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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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of mass incidents
-- A case study of G Community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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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ve-emotion-behavior" of individual behavior intention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o study the public's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of mass event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mass events. In 2022, during the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in Shanghai, G community, due to poor management of the epidemic, unreasonable
announcement of the removal of quarantine, and forced imposition of makeshift hospitals on neighboring
primary schools, caused residents' discontent and mass incidents.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idents of G community in Shanghai, and tries to reveal that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mass incident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anger positively influence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group events. Based on this, we will assist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taff to clarif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mass incident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mass incident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dimension of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o prevent
and deal with sudden mass incidents, so as to defuse the risk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ensure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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